
第一部分  “人口增长是资本积累的结果”论之谬误

在政治经济学家中普遍接受如下的一种意见：各个国家对劳动的需求是
用国民财富来衡量的——通常的工资率取决于这一财富或快或缓的增长，而
工资率又左右人口的增长。
斯密博士说，“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求是随着工资支付基金的增加而成
比例地增加。”“但是，引起劳动工资增长的不是国民财富的确实雄厚而是
这种财富的持续增长。因而，劳动工资最高的不是那些最富有的国家，而是
那些繁荣昌盛，最迅速地变得富起来的国家。”“对劳动的优厚报酬，使得
穷人能较好地抚养其子女，从而能使更多的子女长大成人，自然地会鼓励人
口的繁殖。还有一点应当指出的是，对劳动的相酬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与对
劳动的需求成比例。如果这种需求持续增长，劳动的扭酬必然会增加，从而
鼓励结婚和劳动者的繁殖，使他们能以持续增长的人口来供给对劳动持续增
长的需求。不论何时，如果报酬低于为达到此目的所必需的数字，则劳力的
不足就会使这一报酬很快地得到提高；而若不论何时，报酬高于需要的数字，
则劳力过度的增长就会恨快地使报酬降低到必需的比例。在前一种情况下市
场上劳动储备不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劳动储备过多，因而会很快地迫使
劳动的价格下降到社会环境所要求的适当比率。就是在这种方式下，对人 的
需求就象对任何其它的商品需求一样，必然地支配着人的生产；当这种生产
进行得太慢时就会加速它，而当它进行得太快时，又会阻止它。正是这种需
求支配着和决定着世界各国包括北美、欧洲和中国人口的繁殖状况；使它最
初迅速增长，继而放慢为逐渐增长，最后变成静止状态。因此，对劳动的优
厚报酬，既是不断增长的财富带来的结果，也是造成人口日益增长的原因。”
①

下议院委员会遵循这些原则，指定最后一届会议考虑恤贫法令是否注意
到如下各点：“可以雇佣多少人劳动完全取决于唯一可运用于维持劳动的基
金数额。不论以何种方式运用或支出这种基金，首先它们维持的劳动数量几
乎是一样的。如果强制运用这些基金的全部或一部分，其产生的立即后果是
改变基金的使用，而不是改变基金的数额。不管运用基金占多大比例，如果
货币由原来的所有人支配，则根据法律条款规定，原所有人有可能将这一部
分基金运用于其它目标。因此，不论法律把谁作为劳动贫民而予以救济，他
不过是替代了那个本可以靠自己的勤劳赚取那笔钱的人而已。只要基金的数
额保持不变，强制分配的后果不会大大地改变受雇佣的劳动者的数字；但在
法律条款规定之下，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有多种运用方式，而这种强制运用
很可能在实质上置劳动阶级于一个比在其它情况下更加糟得多的地位。”
“劳动需求的增加是提高劳动工资的唯一途径；但除了增加供支付劳动
之用的财富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因此，如果强制运
用这一财富的任何部分，使得这部分基金的运用还不及在基金所有者本人关
切的监督之下运用基金之有利（这种倾向是常常存在的），则本来用于维持
劳动的基金将逐渐缩减，使劳动者整体处于一个比在其它情况下更槽的地
位。”①

                                                
① 《国富论》，第 1卷，第八章。
① 《报告》，第 34，35页。



“如果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得比供给快，高工资是很自然的结果；——劳
动者有可能更好地抚养他们的子女；出生的孩子当中有更大的部分都被抚养
大了；——大家庭的负担也比较轻了；这样，劳动者的结婚和繁殖都得到鼓
励，紧接着劳动需求的增加之后劳动的供给也有可能增加了。相反，如果由
于财富的浪费或减少使得对劳动的需求降低，则工资不可避免地会下降，劳
动者的生活享受也会降低，结婚和繁殖后代都会受到阻碍，直至供给逐渐适
应减少的需求为止。”②

在我看来，这一推理并未得到经验的证实——有些事实似乎表明，在我
国历史的某些时期，人口的增长并不与财富的积累相一致。一个例子是亨利
八世统治时期，当时敌对的两院停止对抗，封建压迫有所减轻，继前一统治
时期崇尚节俭、和平的遗风之后，商业和艺术初步出现繁荣之势，呈现了一
振特别有利于改善国民财富的景象，但这个时期人们对于人口减少的抱怨超
过以往任何时候。这一时期某些法令的前言中曾经提及在王国的几乎每一个
较大的城镇（除大都市外）中，有大量房屋废弃不用，败落不堪，“这些房
屋如今已经纪塌，损坏，看上去一直未经开化，留下荒凉空闲的地基，其中
不少都邻近大马路，填满了污秽之物，坑坑洼洼，酒窖、地下室全都暴露在
外，没有遮盖，大大危及君王的臣民”——法令规定，如果这些荒废房宅的
主人三年之内不重新修建已经倾毁的房屋，则拥有该土地的领主可以重行进
入并占有这块土地。①

可以引用的还有其它法令，其中包含对乡村教堂的状况抱有同样的不
满。②《亨利七世》第 4卷 C.19 的前言如下：“国王不能忘记，在王土上，
由于房屋及城镇遭到废弃、拆毁和有意荒废，过去的耕种地转变为牧草地，
人们日见懒散，而懒散实为一切祸害之根源及开端。有的城镇，原有居民不
下二百，靠合法劳动生活，现在只剩下2、3个牧民，而这些人也都懒懒散散，
种植物本为王国的最大宗商品之一，现在已经衰落；教堂毁损，传教布道已
经撤销；埋骨干教堂者无人为之祈祷；有权授予神职之人及副牧师受到无礼
对待，防御外侮保卫国士的力量削弱，受到损害。”等等。
当代作家之用词与此处引证的法令非无相似之处。托马斯·莫尔爵士说，
“你的羊群原本是如此温顺，如此驯良，食量如此之小，而现在，我听说，
却已变得食量异常，野性发作，它们甚至咽食人类本身。它们消耗、毁坏以
至吞下整个田园、房屋和城市。贵族、绅士、甚至修道院院长和神职人员，
不满足于他们的祖辈和先驱者从土地上每年惯常获得的收入和利润，在国土
上四处寻觅何处可以生产最佳最贵的羊毛；他们也不满足于在安静和快乐的
环境之中生活，因为无利可图；他们深知公共福利所在，但却不留下一片耕
地；他们把所有地方都圈起来作为牧地；他们拉倒房屋，折毁城镇，没有一
幢房屋得以幸存，只留下教堂作为羊舍。”③

在尽量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偏见和误差，准确估计过去和现在数字的困
难，在与过去作比较时通常不会无视当前时期的利益等等之后，我仍不相信

                                                
② 《报告》，第 35页。
①  见《亨利八世》第 26卷，c.8及 9 — —《亨利八世》第 27卷，c. 1及 22——《亨利八世》第 32卷 c.18

及 19——《亨利八世》第 33卷，c. 36——《亨利八世》第 35卷，c.4。
② 见《亨利七世》第 4卷，c. 16——《亨利八世》第 6卷，c. 5——《亨利八世》第 7卷，c. 1。
③ 《乌托邦》引言。



在这一时期英国的人口乃随着它的财富接比例地增加，甚至不相信它有任何
增加。当我把这些法令与半个世纪以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通过的一项法
令相比较时，①更加不能相信。这一法令也带有一种抱怨的语气，但其不满不
是人口的减少，而是人口的过度增加。前言中是这样说的：“在本王国的许
多地方每天都在大量修造村舍，为避免由此而引起的极大不便，”等等。
在我看来，本王国人口增长未能与国民财富增长相配合的第二个时期为
查尔斯一世统治时期至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的后期。从以下各点可以证实这
点：
1.从食物的消费量，由此从各个不同时期耕种的土地面积我们可以形成
有关人口增长的概念。从上议院关于济贫法的报告所载自从革命以来每届议
会通过的圈地法案数字列表中可以看到，从 1688 年至 1754 年的 66 年间，法
案数目为 123 个，而从1754 年至 1813 年的 69 年间，法案数目为 3，315 个。
后一时期耕地之增加比前一时期快 25 倍。但在头一个 66 年间，逐年种植越
来越多的谷物供出口之需；而在后一个 69 年间的大部分时期，我们不仅消耗
了我们以前可供出口的全部谷物，而且进口了越来越多的最后达到很大数量
的谷物供自己消费；因此与后一时期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增长似比耕地的增
加为缓慢。
2. 根据人口法由教区纪事录统计的报表列载，在 1700，1710，1720，
1730 及 1740 各年全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 2，018 人；而
在 1750，1760，1770，1780，1790 及 1800 各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 247，
211 人。马尔萨斯先生反对这种推理方式，因为我们没有掌握中间各年份的
出生和死亡数字。他认为，报告表中所列出的头五年可能是特别不利于健康
的年份。他说，我们知道 1710 年就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诚然如此，后一时期
的 1800 年也是如此。伦敦的死亡率表可能表明从总的来说头 5年并不是特别
不幸的年份。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推论在这一时期人口实际有所减少。有理由相
信，遗漏出生登记比之遗漏死亡登记更多。马尔萨斯先生曾经很有根据地计
算过，前者约占总数六分之一，而后者约占十二分之一。根据这一估计，可
以发现，在上一世纪初年，每年约增加 6，400 人。根据尤勒的表计算，①人
口增加一倍约需 600 年。按照目前的增加率，人口在 55 年间增加一倍。
3.1688 年格雷戈里·金根据户数计算，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为 550 万。
有理由相信这一计算是相当准确的；无论如何，如有差误，不在估计过多这
一面。马尔萨斯先生估计 1780 年的人口为 7，700，000。在 92 年间增加数
为 2，200，000——在后来的 30 年人口又增加了 2，700，000 有余。但前一
增加数 2，200，000 中极大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发生在 1750 年至 1780 年之间。
1750 年出生人数为 185，816。如将此数乘以 30（这一比率后来几年也可通
用），则得 5，574，480，为全部人口数字。在 62 年间这个国家的人口似乎
仅增加了 74，000。不过，30 比 1 这一假定的比率可能过高。当人口增长近
乎停顿时，出生率当然不会象人口迅速增长时那么高。如果我们假定出生率
为 32：1，而不是 30：1，则 1750 年的人口数为 5，946，000，自革命以来

                                                
① 《伊丽莎白》，第 31卷，c.2。一项反对建立和维持村舍的法令。
① 见《人口论文》，B.2，c.9。斯密博士说，大不列颠的人口不能设想会在少于 500年内增加一倍。W.佩

蒂爵士计算，人口增加一倍的时间为 360年。



人口增加数为 446，000，或每年 7，200，与前述计算颇为接近。
因此，按最低估计计算，几乎无可怀疑近年以来人口的增加比之一个世
纪以前快了 10 倍。然而不可能相信，资本积累也大了 10 倍。这个国家的情
况，从乌德勒支缔结和平到 1757 年宣战，这一时期肯定比花费巨大、争战不
休的晚近时期更有利于财富的增加。如果这方面的证据缺乏，我们也可以从
市场利率的变化中发现这一情况，在前一段时期利率从 6％降至 3％，而在后
一时期则从 3％上升至 8％或 10％。
人口的增长可以用财富的增加来衡量这一学说在事实面前既然站不住
脚，因此我觉得它和正确的推理也是不相容的。资本的每一增加不一定就会
调动更多数量的劳动。我们现假设如下的一种情况：某制造商拥有资本 1，
000 英镑，他用来雇佣 20 名纺织工，付给他们每人每年 50 英镑。在资本加
倍时他虽也会加倍雇佣工人，但他也可以用 1，500 英镑购置机器，依靠机器
之助，使得 5名工人就可以完成以前 20 名工人才能完成的工作。这样一来，
由于制造商资本增加，不是有 15 名工人被解雇吗？
但是制造和修理机器不是需要雇佣一些工人吗？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这
个例子中，花费了 1，500 英镑，或许可以假定用这笔钱雇佣了 30 人，为期
1年，付给每人 50 英镑。如果每台机器使用年限按 15 年计算（机器使用年
限很少短于此数），则 30 名工人可不断以这些机器供应 15 名制造商，因此
这就等于说每一制造商经常雇佣 2名工人。同时假定有 1人经常被雇佣来修
理机器。这样我们就有 5名纺织工，3名机器制造工，而以前则有 20 名纺织
工人。
但制造商收入增加后可以使他维持更多的仆人——我们看看是多少。假
定他的年收入等于资本额的 10％，则以前的收入是 100 英镑，现为 200 英镑。
假定他付给仆人的工资与付给工人的相同，则他可以多雇佣工人。这样，资
本为 2，000 英镑，收入每年为 200 英镑。当资本减半，收入减半时，调动的
劳动人数多一倍。

5 名纺织工。

3名机器制造工，

2名仆人。

10 人，雇佣总人数。

因此，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而不是固定资本。如果这两种资本
之间的比例在任何时间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则可以得出结论说，受雇佣的劳
动者和国家的财富成正比。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毫无可能性。当技术得到培
养，文明得到发展时，固定资本相对于流动资本而言总是占有越来越大的比
例。在英国生产一匹细布所需利用的固定资本比在印度生产同样一匹细布至
少大 100 倍，或许大 1000 倍之多。而利用的流动资本则仅及 1％或千分之一。
可以很容易想象，在某种情况之下，一个勤劳的民族每年的全部储蓄可能会
增加到固定资本当中去，这样，它们对劳动需求的增加不会产生影响。
在此我们可以探问，为什么财富的某种程度的增加不一定常会创造相等
的对劳动的需求。是什么动机使得制造商或农民有时扩大他们的固定资本而
在另一个时候则扩大他们的流动资本；——有时将他们的积累投资于机器的
制造，或土壤的永久改善，以期今后能以较少的劳动力获得同样的产品；而
在另外的时候则雇佣更多的工人以为市场生产更多的产品？



在我看来，决定将资本拨作这种用途或拨作他种用途的因素是在任一特
定时间内劳动工资在该劳动的全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因为在任何时候如果
工资率下降，而货物的价格不变，或者货物价格上升而工资保持不变，则雇
主的利润将会增加，并因此被诱雇佣更多的劳动。在另一方面，如果相对于
商品而言，工资上升，则劳动在自身工业的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而
他的主人的利益受到影响。这样，企业主将尽可能少地雇佣劳动，以期用机
器而不用人工来完成每一项工作。
如果劳动的供给不能增加，社会上每年储蓄的很大部分将用来增加固定
的而不是流动的资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流动资本的每一增加都将比例地
增加劳动在他自身工业中所占的份额并以牺牲他的雇主的利益为代价；因为
可用以付给固定人数的工人的工资总额越大，则每一个人所占的份额越大。
亚当·斯密似乎曾有这样的意见：劳动的雇主在出现工资率提高的情况
时，可以依靠提高商品价格的办法来保障自己。但是李嘉图先生最近表明，
工资的上升不一定会提高价格。任何商品的价格仅仅表示它所交换的货币数
量。黄金和白银从矿藏中开采出来和送往市场销售都需要劳动；因此工资的
上升提高了这些金属的可交换价值，也提高了所有其它商品的可交换价值。
这一推理并不因黄金白银是外国产品而不适用。试想，如我们的货物因工资
上升而提价，我们的邻国就会根据我们货物售价提高的程度而少买我们的货
物，而外国货物相对的低廉会使我们对它们的需求日增。由此引起的出口的
减少和进口的增加就会造成交换的不利状况，造成对块金的需求，对辅币的
熔化，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减少——结果价格就会很快地下降到以前的水
平。
由于制造商和农民不能因工资上升而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来保障自己，
他们必须把工资的上升部分从利润中净减除。因此维持较低的工资显然是这
些人的兴趣所在。如果劳动的供给不能增加，社会的流动资本不论其数量多
少总是在固定人数的工人中均分，因而这一资本的非常细微的增加都会引起
利润的大大降低。十分之一的增加当然会使工资提高十分之一。假定通常的
利润率为 10％，这就将把雇主之所得全部吸收掉。
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也远远没有把劳动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固定的数量，
而是认为这一供给能根据需求的波动而很快地自身调整。亚当·斯密说，如
果劳动的报酬在任何时候对维持劳动音的生计充足有余，则他们过多的繁殖
会使市场上储备过多的劳动，而使报酬降低到必要的比率。①让我们来观察一
下这种情况。我相信，在任何雇工部门都不会把十五六岁以下的孩子看作是
有效率的和有技能的劳工，——在许多行业中，不能在 21 岁以下的人中去培
养技术工人。甚至在这一时期之后，工资的上升对增加劳动供给的影响在数
量上是微小的，起作用的过程是缓慢的。在本世纪剩余的年代中，能使每年
的出生率增长七分之一的因素必定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但是在不到 80 或
90 年的时间里，这样一个事件对劳动工资产生的影响不会达到最大量，而最
后可能不会超过 18％。①

                                                
① 《国富论》，第 1卷，第 121，122页。
① 假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的出生人数为 301，000——此数的七分之一为 43，000。每年出生 43，000

人，有多少会增加到人口中去，为找出这一数字，可设想出生人数中每年有 500人死亡（这是根据迪·莫

伊茀的假设，对这一目的而言是够准确的），到 86年后全部死亡。这样，第一年死亡增加入数为 500，第



无疑，工资的上升还可以通过另一条途径，即通过死亡人数的减少，使
劳动的供给增加。不过，这种效果和前者一样，作用是遥远的。只有靠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使穷人习惯于更卫生和富有营养的食物，较为宽敞的居室
以及更多讲究个人清洁才能使高工资有利于长寿。它们的近期结果有时正好
相反。在习惯还没有教会劳动者把这些美好的事物和乐趣看作是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东西时，他常会对那些曾使他的祖先感到满足的可怜的生活条件心满
意足，而把他的剩余收入浪费在游荡及酗酒之中。
关于工资的上升对死亡卒的影响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的登
记册提供的间接证据完全不利于亚当·斯密的学说。登记册表明在过去 70
或 80 年间，死亡率一直下降，甚至在整个时期劳动的真实工资同样一直下降
的地区也是如此。
劳动的供给对需求变化反应之缓慢可以从霍尔斯特德、博金和科吉歇尔
这些教区的现状得到例证。约在 30 年前这些教区的毛纺业兴旺繁荣，而到
1800 年几乎完全陷于停顿；曾经受雇于这一制造业的工人因而得依靠教区为
生。在霍尔斯特德教区的 803 户家庭中，不下于 434 户是贫民。但是，就业
机会的缺乏在减少人口方面并未起到多大作用。据计算，居民有二三百人，
仍然和 20 年前一样多，而在那时，工厂以工资形式付给劳动阶级的钱每年有
13，000 至 14，000 英镑之多。①

“在形成节俭的习惯之后，穷人利用较高的工资率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
件，而不是大大增加他们的人数。”②因此，工资的上升并不总是会增加人口；
我怀疑它是否自然而然地就是如此。因为工资的每一上升都会降低劳动的有
效需求，它导使制造商及农民减少他们的流动资本而扩大固定资本。假定在
农民之间达成一项通用的胁议，将农民工资从每星期 12 先令提高至 24 先令；
——我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情况比这对结婚成家更起阻碍作用。因为这样一
来，尽量少使用劳动力耕地便会立即成为最重要的目标；凡是可以用机器或
使用马匹代替体力劳动之处，农民都会这样做；很大比例的现有劳动者都将
失去工作。的确，如果一个年青人能立即找到一个每星期 24 先令的工作，他
会毫不迟疑地去结婚。但可能的情况是，年龄较大的劳动者在寻找职业时会
获得优先，而较年青的人则根本不能赚取任何工资。
这种情况诚然难以维持长”，因为失业的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会很快重新
把劳动价格拉低。但如果这种上升是渐进的而不是突然的，它的作用肯定会

                                                                                                                                           

二年为 1，000，第三年为 1，500，如此每年以算术级数递增，直到第 86年达到 43，000，即等于增加的

出生数。人口增加数显然等于出生增加数减去死亡增加数，前者＝43，000x86＝3，698，000；后者（为算

术级数 500、1，000、1，500、2，000等直至 43，000之总和）为 500＋43，000×� ＝1，870，500，从 3，

698，000中减去，尚余 1，827，500，为人口增加数。居民总数估计为 1，000万，因此增加数约等于 18

％。
① 下议院关于《济贫法》的报告。约翰·维兹证明。斯密博士关于利润率可以用国民财富的大小来衡量的

意见或许可以和李嘉图的利润完全受工资支配的学说相调和。如货币价值保持不变，社会的每年储蓄中，

有较大的一部分增加到固定资本中去，但有一部分则用来增加流动资本，这一部分当然会扩大劳动需求，

提高工资。对劳动需求的增加至少在十五六年内难以使劳动的供给相应增加。在这整个时期内，工资必然

会高于以前水平，而新的一代在这期间成长，习惯于这种有所改善的环境，这一代新的工人会认为劳动价

格的提高是不可缺少的。因而，由于提高工资，资本的积累会降低利润。
② 关于《济贫法》的报告，第 86页。



阻碍劳动者的繁殖，而不致使现有的劳动者失业。这一推理是可以得到经验
的证实的。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在上世纪初期当工资逐渐增长之时
比之上世纪下半期当劳动的实际价格迅速下降之时，人口增长要缓慢得多。
关于前一时期的工资率我们没有很精确的材料，但是在当时的著作中可
以发现，作者普遍抱怨高工资率阻碍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已知的事实
是，资本的利润比以前和以后都低，这些都可以使我们相信劳动者分享了他
们本行工业产品的很大的一部分。假使工资的货币价格保持不变，则从 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工人阶级享有的生活必需品及便利设施必定增加
了，因为同一时期谷物价格下降了不下于 35％。
下表表明在过去 70 年中的不同时期内耕作劳动的工资与谷物价格的比
例。

时期 每周工资 8蒲式耳小麦价 工资按小麦计算（品脱）
1742 年至1752 年 6 先令 30 先令 102

1761 年至1770 年 7 先今6 便士 42 先今6 便士 90

1780 年至1790 年 8 先令 51 先今2 便士 80

1795 年至1799 年 9 先令 70 先令8 便士 65

1800 年至1808 年 11先令 86 先今8 便士 60

头两个时期的劳动价格引自 A.扬先生的《对农民的巡回访问》；第三及
第五个数字引自《与农业局通讯》；①第四个数字引自 F.伊登爵士《论穷人
的处境》。②小麦的价格引自《温泽报告表》。
因此，工资上升本身绝不会增加劳动人口；而工资的下降有时会使它迅
速增加。假使英国的穷人在他们的习惯方面有了某种改变，使他们满足于泥
土小屋和土豆，象爱尔兰人那样，则劳动的雇主在工资与生活费用成比例下
降时会愿意井希望雇佣更多的劳动者，这难道还会有疑问吗？任何年青人只
要业务技能达到过得去的熟练程度，就会发现按通常的工资率找份全天劳动
的工作还是很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他会提早结婚。阻碍穷人去
挑起维持一家生计的担子的原由并不是因为他们会对劳动报酬与生活费用作
出仔细的比较。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很少受抽象推理的指引，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习俗的指引。如果一个年青人能获得和他父亲与邻居一样的工资，他
就会得出他可以成家的结论，而很少去考虑生活的费用。阻碍结婚的是寻找
工作的困难，而不是工资率的不足。
死亡的数字常常也不是取决于劳动价格与粮食价格之间的比例。甚至可
能出现如下的情况，当劳动相对地低，同时对劳动的需求很殷切的情况下比
之劳动相对地高时，死亡率要小得多。上一次人口普查所得的数字对这一点
提供了不平常的确证。将十个主要农业郡的死亡人数加在一起，就可看到在
谷物价格最低的几年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几年。例如，1802 年小麦平均价格每
8蒲式耳为 67 先令，死亡人数超过小麦价格为 118 先令的 1801 年 10％。在
农业区寻找工作的困难似乎抵消了粮食价格低廉的好处而有余。①

                                                
①  第 5卷，第一部分，第 18页。
② 附录 No.12。
① 见附录 1。



人们承认，财富的每一增加都具有一种创造对劳动新的需求的趋势：但
是，在所有商品之中，劳动繁殖所需要的时间最长，所以，在所有商品之中，
需求的每一给定的增长引起劳动价格的提高也最多。因为工资的每一次增
加，引起利润十倍的减少，显然资本的积累在增加劳动的有效需求方面只能
在不大的程度上起作用，除非是在这之前人口有所增加产生了降低工资的效
果。
马尔萨斯先生在他的新版本《人口原理》的一章中采取了非常近似上述
的推理方式探讨问题，但我很惊异他竟然继续认为高工资会鼓励结婚。他论
称，当商品上涨时，工资不一定总是按比例上升；对劳动者的这一明显的不
利有时被伴随而来的对劳动的殷切需求所抵消。由于这一原因，人口的增长
并不总是受劳动的实际工资所支配。在事实上，从 1735 年至 1755 年，当一
日劳动所得可以购买一配克的小麦时，人口增加反不及 1790 年至 1811 年之
速，当时一日劳动所得买不到这么多小麦。在这里，工资下降的程度显然被
低估了：从 1750 年至 1803 年工资下降达 40％。



第二部分  人口增长的真正原因

在过去五六十年间，不仅在英国，而且几乎在每一欧洲国家所出现的令
人注目的人口增加主要都是由美国矿业生产增加而引起的。贵重金属生产日
增提高了商品价格，而商品价格是以大于劳动价格上升的比例增加的；它使
劳动者的处境恶化，而使雇主的收益增加。雇主因此竭其全力扩大流动资本，
在他的支付能力允许范围内雇佣尽可能多的工人；可以看到，这正是最有利
于人口增加的一种状况。货币价值的下降会降低劳动的报酬，这一点几位已
故的著作家都曾附带地指出过。金块委员会注意到过多发行纸币所产生的许
多不良影响，阐述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即这种做法具有恶化农村劳动者生
活条件的倾向。①马尔萨斯先生说，“美国矿藏的发现，使谷物价格提高三倍
至四倍，但在这期间，劳动价格的提高还不到一倍。”②这一点以前曾被《爱
丁堡评论》的一位作者注意到。③我们也看到，大约开始发生于当今国王即位
之时的贵重金属第二次贬值也带有同样的特点，因为当谷物上涨 3倍之时，
劳动价格上升还不到一倍。
没有必要说明为什么货币价值的下降会对劳动者的境况产生如此不利的
影响，以证明货币的流入会刺激人口。如上面提到的一些段落所指出，事实
就存在于历史的证据之中。的确，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对这些事实表示过怀
疑。但是由于这一主题非常难以理解，因此，探究一下是什么原因使工资不
能和商品一样接同样比例上升可能是饶有兴味的。
如果由于采矿业生产力的增加，西班牙得以购买更多的我们的工业产
品，则对这些商品需求的增加当然会提高它们的价格：——现在这些价格的
上涨并没有使工资成比例地提高，因为流动资本不会突然地在很大程度上增
加。固定资本决不能转变为流动资本。制造商品只能靠将未来的储蓄加进去
才能增加流动资本；那就是利用储蓄雇佣更多的劳动；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完
全取决于社会的收入和流动资本数量，这一需求当然只能在缓慢的程度上增
加。国内消费商品（例如谷类）的价格不会由于货币的流入而立即上升：但
由于运用于农业方面的资本所得的利润率低于制造业的利润率，资本会逐渐
从农业中抽出来转移到制造业：因而全部资本会产生比以前较多的利润，而
利润的升高总是等于工资的下降。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宫论》第九章所提出的
原则的重复，即甚至在国富迅速增加的国家贸易的扩展有时也可能提高利
润。但在我看来，金银的进口是唯一使利润得以提高的贸易行业。因为我们
和其它国家进行贸易的数量受到我们对他们产品需求数量的限制。如果我们
出口更多的细平布去法国，我们就必须向他们买更多的酒和白兰地；这样就
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酒和白兰地呢？如果我们加倍进口这
些商品，它们的价格就将下跌一半；这一降低的价格能补偿生产成本吗？但
是贵重金属不象其它商品，它们的价格不会因数量增加而比例地下跌；至少
要在多年之后，现存合约终止有效，它们才会下跌。这些贵重金属价值的下
降等于其它商品包括劳动在内的价格的上升。除非某种使金银数量加倍的进

                                                
① 《报告》，第 73页。
② 《对谷物法的意见》，第 14页。
③ 第 43期，第 189页，190页。



口也使劳动的需求加倍，否则它不能使劳动的价格加倍。首先，它不能使需
求按这一比例增加，因为在任何国家，和每年的财政收入以及流动资本的数
量相比，流通货币的价值显得微小。亚当·斯密说过，劳动的需求和资本及
财政收入的总数成正比。①现假定一个国家的岁入和流动资本总数为 4 亿英
镑，而在流通中的金银等于 4，000 万英镑。现通过进口将后者增加至 6，000
万英镑，但劳动的上升将不是 60 与 40 之比，而是 420 与 400 之比；不是 50
％，而是5％。现设想工资上升 50％，而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仍和以前一样，
只有将细平布出口至西班牙并进口金银的特殊商人或制造商所持有的工资基
金是例外：我们承认，这些人的财富增加了 2，000 万英镑。如果劳动价格提
高了 50％，则除上述商人或制造商外，所有其他人都必须将雇用的工人紧缩
三分之一。上述商人的财富无疑增加了 50％，因为他们出口的细平布价值 4，
000 万英镑，而换回的金银价值达 6，000 万英镑。这些人只能购买和以前同
样多的劳动，而不是更多：他们的 6，000 万英镑象以前的 4，000 万英镑一
样，而不能派更多的用场。所有其他人的需求减少了三分之一；他们的需求
则保持不变。因此很清楚的一点是，如果工资象假定那样上升，他们必须立
即重新下降，否则三分之一的劳动者将失去工作。
货币的流入不会成比例地提高工资，因为地主及年金领取者的收入降
低，减少了他们对仆人的需求，减少数量和制造商因财产增力口（起因于利
润率提高）而提高对生产劳动者的需求恰成正比。①亚当·斯密曾经正确他说
过，对劳动的需求完全取决于岁入和流动资本的总量。但对商品的需求不受
这种限制，至少贵重金属的流入不受这种限制，因为对外国的需求要加到国
内消费的需求上去。
因此，货币的流入通过提高利润和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常会趋向于增加人
口，但这种趋势有时会被其它环境所抵消。早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贵重金
属的价值肯定就已开始下降。但由此而对人口产生的刺激却被另一种趋势抵
消而有余：封建习俗将土地分成无数小块的做法渐渐少了，这些较小的土地
联合成为面积较大的农庄，惜助于资本进行耕作，相比于所生产的产品来说，
需要的劳动减少了。直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价格的上升才产生了通常的和
自然的效应。约在上世纪中叶开始的货币价值的下降似乎首先引起了对工业
劳动的需求：在一个时期，这种劳动的价格与谷物价格相比是上升了，不过，

                                                
① 《国富论》第 1卷，101页。
① “先生，我知道你们的抱怨诚然不是没有理由，同样，我以及和我类似的人，我指所有的绅上们，有着比

你们任何人同样大的甚至更大的理由抱怨，因为（如我所说）现在百物大涨，你们可以生活得比我们好些，

你们可以，实际上也已提高了你们货物的价格，如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及其它必需品的价格；但我

们不能这样做，不错，我们拥有一些土地，或是购买得来，或是由于期限终止判归我们，或是祖先遗留的

不动产，我可以收到比过去为多的罚金，或是增加租赋，因为家庭费用开销比过去大大增加被迫出此。但

我一生中并不期望我的土地的第三部分将由我来支配，或是我可以增加土地的租赋，而是希望通过租借或

是通过我以前同意而现在继续有效的合约使土地有人掌管。我希望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期中甚至我后辈的

一生中继续保持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不能象你们那样，提高我们的价格，这就是我们所想到的理由，由于

这种理由我们不能提价。我们中的许多人（如你所知）最近离开了农村，被迫放弃家园，或是在伦敦保留

一间房子，或是未经邀请，拜谒宫廷，他身后跟着一个随从和一个仆人，而在他的房子里，他得有十人做

清洁工作，此外，每周每日都得有 20或 24个其它人员。”——《对我们若干农村居民的某些平常怨言的

简要考察》，发表于 1581年。



与它本身的产品相比没有上升。从 1740 年至 1800 年，工业区人口的增加相
应地远远大于农业区。在农业上，价格的上升似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人口
产生影响。耕作劳动者的货币价格没有经历多少变化，由雇主供膳的室内仆
人的报酬当然在比例上高于工资全部支取现金的室外劳动者。因此前一种劳
务就渐渐废而不用了。任何实际的农民都能证明近年以来这方面的惊人变
化；我想没有疑问，维持生计开支的增涨是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目前
的安排对人们结婚提供的便利大大增加。——马尔萨斯先生曾经观察到，寻
找居处的困难对农民的繁殖构成主要的抑制作用；而对室外劳动者给予的优
惠强烈地诱使他们修建农舍。在以前，从事农业劳动的青年在获得室外劳动
工作之前，极少有机会结婚维持家庭；由于这类工作机会比以前多了，相应
地为更多的人结婚准备的房屋也多了。因此，从 1800 年以来，农业人口的增
加似乎比工业人口的增加更快。①

如能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人口增长与货币价值作一比较是一件极好
的事。但这种调查困难而又复杂。我们可以依靠的人口登记表很少；而关于
货币价值的资料或许更有缺陷。这种价值不仅取决于矿产品，而且部分地取
决于辅市的情况及流通中的纸币数量。但在英国，自从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以
来，辅币的法定纯度比例迄无变化，除了在17 世纪末及本世纪初一个短时期
外，我们也没有过多的纸币。因此，在这个国家可以预料人口的增加会和贵
重全属的供给是否丰富几乎相一致。
汉博尔特男爵收集过许多关于美国矿产品的有趣资料。这一资料主要收
辑自可靠的文件，其余则来自推测计算，它的结果归总在下面的说明之中。
虽不能视为完全准确，但它是我们关于这一题村所拥有的最好资料。①

时期 皮阿斯特的矿产品

1500～ 1545 τ 3， 000， 000
1515～ 1600 11， 000， 000

1600～ 1700 16， 000， 000

1700～ 1750 22， 500， 000

1750～ 1003 35， 300， 000

将这张表和人口的增长相比较，并适当考虑到在贵重金属供给增加对这
里的劳动需求能产生巨大的效应之前以及这种需求对人口增加能产生可觉察
的影响之前，都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这张表对前面曾提到过的显
著不规则现象提供了真实的解答。也许可以说，从 1700 年到 1750 年所增加
的几乎完全是黄金；因此它对大陆国家的价格没有很大影响，因为在这些国
家，白银是主要的价值衡量尺度。
这个国家目前的情况或许可以看作是对货币价值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提供
了某种证据。从 1812 年以来，货币价值上升了 30％或 40％，在劳动需求方
面也出现了相应的减少，这种减少肯定不是由于资本缺乏而引起，在这期间
资本异常充裕。
约在上世纪中叶，瑞典因过多发行纸币，产生了在许多方面相似于 1809

                                                
① 附录Ⅱ。
① 《有关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论文》，第 4卷，第 259页。



年以来在我们这里出现的影响。当纸币数量继续增加时，商品价格上涨，外
汇率极为不利；人口按 80 年即增加一倍的比例增加。1766 年对发行过多的
货币开始收回，但直到 1769 年才回升到它的硬币价值的水平，从那一时期以
后，人口增长即陷于停滞状态①。
在美洲矿藏发现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西班牙曾极其繁荣，其后又衰落
下去，这段经历或许也可以追溯到该国货币价值的巨大和迅速的变化。人们
常说，对黄金的热情使西班牙人变穷了，因为这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更为持久
的财富来源转移开了，而且使他们因从事不健康的工作而导致人口减少。这
些话是很形象的，但不一定正确。西班牙本国的居民们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引
诱，在矿业经营上去消耗他们的财产或生命；而从英国的例子看，也可证明
巨大的财富对工业会起刺激作用而不是抑制作用。似乎更有理由得出如下结
论，贵重金属的流入，首先是在西班牙而不是在周围各国，使得它们的价值
下降，在这些国家的情况逐渐改善以后，继之又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而
这种变化是毁灭性的。根据《金块委员会报告》②关于西班牙从 1675 年以来
的谷物价格的记载，似乎从那时期直至接近上一世纪中叶，出现了渐进的但
不规则的下降，在这以后在所有欧洲国家价格开始回升。如果我们有较早日
期的纪录，很可能会发现这种下降早在斐迪南和依莎贝拉统治时期就已开
始。现在洛博德告诉我们，那一时期西班牙的人口为 15，000，000。
 

                                                
① 《有助于了解瑞典王国的回忆录》，第 12部分，第 6部分，第 184，186页。
② 附录 29。



第三部分  赋税的影响

赋税的压力被普遍认为是贫民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对这个题目忽
略过去不予探究是不合适的。赋税被认为是在两方面起作用——
第一，减少劳动的需求。
第二，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1.只要赋税是从个人的年收入征收的，它们就不可能减少对劳动的需
求。如果私人因被要求对国家的需要作出贡献而按贡献数量比例地紧缩他们
的开支，则国家总的收入或支出完全不会发生变化。——例如，如果我被要
求每年增加纳税 100 英镑，为此，我将马匹出售，将马伕解雇。同时，这位
马快可能报名当兵，马匹可能被购去供骑兵之用。我的每年 100 英镑仍被用
来维持这匹马和这个人，不过它是通过另一渠道，在不同的名义之下进行。
尽管赋税会阻碍积累；尽管私人不是紧缩支出，而是将本来积蓄起来准
备用以增加资本的那一部分收入交税，对劳动的需求仍然不会减少，只不过
不会增加罷了。人们已经看到，每年从收入中节省下来的钱，大部分都用来
增加固定资本；资本被用来建造机器，或者改良土壤；因此，它在开头，即
当这些改进正在进行之时，会调动一定数量的劳动，但在后来，就完全不再
影响劳动的需求。现在政府支出一笔钱，用来为军队购置被服粮食或者作其
它用途，就需要雇佣许多人，和用同样一笔钱雇工排水和圈地或者建造机器
所雇佣的工人同样的多。
但是赋说不仅阻碍积累，它们还可能侵犯现有的资本。如果政府的支出
全由当年的赋税筹措，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发生，但如果支出大，情况就不一
样，——国内的一部分资本就会直接被贷款所占用。不能得出结论说，由于
筹措贷款，社会财富每年都在减少，因为个人的储蓄可能超过贷款数量；但
是不可否认，在有些年份内，国家的总支出实际上会超过它的收入。我们来
看看这种情况会对劳动需求产生什么影响。
从商人或制造商手中抽出流动资本由政府支出，虽（如前所述）和原先
一样可以安排同样多的人就业，但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士兵或水兵，而不
是工人或农民，这些人不从事生产，上市的商品数量将会大大降低，而构成
国家的个人的总收入迄今没有降低，对货物的需求就会超过供给。结果是进
口超过出口，外汇下降，金块输出国外，货币价值上升。
我觉得，在现代时期，曾经有过三次这个国家的支出超过它的收入。第
一次是接近美国战争结束之时，当时，灾祸频盈，各方竞相开支，史无前例。
根据海关分类帐，1781 年，大不列颠的贸易平衡表上入超达 100 万英镑①。
在相继的两年中，与外国的外汇率在平价之下 6％至 8％间波动；1783 年由
于汇出硬币的需要，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中的现金和金块减少到恨低的数字②。
1796 年，有两笔贷款，数额远超过过去一年中所举借的贷款，它们的压
力由于上一年歉收而加剧，当时我们被迫进口大量国外谷物以维持人民生
计。从 1795 至 1796 年，汇率在平价之下 4％至 6％之间波动。随之而来的对
硬币的需求以及它所造成的后果都是众所周知的。
1809 年同样情况的重现似乎是由于英国在大陆的大量财产被充公，——

                                                
① 《1797年上议院秘密委员会报告》——附录 40。
②  同上。



这一财产的损失产生的作用恰和增加支出一样。在硬币的需求方面，其结果
和贸易逆差造成的结果完全一样：——英国商人对大陆的付款仍侍支出；应
该从大陆收到的付款在许多情况下都由于货物的充公而被取消了；因此这个
国家得付出大量差额。外汇跌至平价以下 8％至 10％。如果银行不是在支付
硬币方面受到限制，1782 年和 1796 年出现过的对现金的需求无疑会再出现。
因此，收入超过支出会导致货币流通数量的减少和它的交换价值的上
升。简单地说，它产生的效应恰和贵重金属流入产生的效应相反；——价格
下降，劳动需求减少。但是这种效应常只是暂时的，因为资本的损失通常总
由来年的储蓄补充。没有理由相信在任何上述的情况下国家的财富会出现任
何永久性的减少。因此不可能承认，目前①劳动阶级就业的缺乏是由赋税所引
起。
2.其次我们来考察一下赋税是否会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这一研究具
有很大的困难，不是由于它天生的含糊不清，而是由于对赋税这一主题常会
提出一些含混的概念。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新近的战争中高昂的谷物价格是由
于这一原因所引起，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意见要不是得到有体面的
大人物的赞许，本是不值一驳的。
阿瑟·扬先生在下院谷物法令委员会说明过他的考察结果，“有三种情
况对谷物价格的提高起过很大的作用；它们是人口、赋税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这是王国的商业所表明了的。如果我们把 1790 年至 1810 年 21 年间的这三种
情况与 1790 年以前 23 年的情况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增加数字如下：

人口
27

1

4
 赋税与贷款

212
1

4
进出口贸易

96
1

2

平均 112 ％

但在同一时期，小麦价格仅上升 71％；大麦和燕麦价格仅上升 681/4％；
而国民财富，即消费能力，增加 961/2％，公共负担增加 2121/4％。似乎没
有必要去寻求谷物价格上涨的其它原因。”①

我们现在把问题只限在赋税这一主题上，我首先必须指出，这一学说完
全是现代的。1792 年以前政治经济学的作者没有一个曾经教导说赋税会提高
谷物的价格。洛克②认为，赋税大部分都由土地承担，就是说，赋税减少了地
主对产品分得的份额。他的这一意见法国经济学家也都遵从。休姆怀疑这一
学说。他认为，对商品征税只由商品承担，他似乎并不觉得，除征税的商品
外，赋税还会影响任何其它商品的价格。亚当·斯密认为，对必需品如盐、
皮革、肥皂及腊烛征税会提高劳动价格；但在耕作劳动方面，他说劳动价格

                                                
① 1817年 6月。
① 《下院报告》，第 172，173页。
②  作品集，第 2卷，第 29，30页，第 4版。论文 8，第二部分。



的上升由地主承担，使他的地租收入减少，而不是提高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
③对农业资本的利润所征收的税也是如此，他明确地说过，这种赋税的最后支
付落在地主身上。①

我并不是说因为现代的论点不同于洛克、休姆和斯密的论点，它就必定
是错误的。但是我记不起曾有过任何人来反驳他们的论点；如果我们除了模
糊的假设之外，并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可用来反对他们，人们却必须承认，
被人接受的学说是立足于很薄弱的基础上的。
这一学说也与事实不相一致。在 1792 年爆发战争以前的三次战争中，谷
物的平均价格比紧接着战争之前或之后的和平年代都较低。在美国战争时
期，赋税对国家资源的压力或许比过去一百年中任何时期都更为沉重，小麦
的价格却比和平时期约低 10％，大麦和燕麦约低 15％。
扬先生和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似乎忘记了黄金与白银也是商品，它们的
可交换价值也容易因为赋税而提高。我们每年消耗一定数量的金银，而这些
金属是用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向矿业主买来的。如果由于赋税或任何其它原
因，这些商品的价值相比于黄金白银有所提高，则用我们的货物交换金块的
贸易就会减少，或者完全停止。如果我们的细平布的价格每码从 30 先今上升
至 40 先令，巴西人就会发现从法国或德国购买比从英国购买更为有利。但黄
金的消费在继续，而供给又已切断，黄金的价格不可避免地会上升；就是说，
用黄金衡量的所有其它商品价格将会下跌。
在仔细考察一下之后，为什么谷物价格一般都是战时低于平时的道理或
许就很清楚了。每年都必须采取借款办法会提高流动资本的利润率；而生产
谷物比之生产工业品需要较少的流动资本。
因为在货币数量保持不变时，货物总的价格不会上升，如工业制成品上
涨，原料产品的价格必然会比例地下跌。
在我看来，最终由劳动阶级负担的赋税只有关税及货物税。对任何特定
货物征税当然会提高它的价格；如果穷人是这些商品的消费者，他们就分担
了一部分国家的开支。我的这一看法不仅可以推及于奢侈品如啤酒和烟草，
而且可以推及于必需品如盐及皮革。因为如果工资因生活费用上涨而上升，
固定资本的利润与流动资本的利润之间的均衡就会打破，制造商或农民就会
使用马达或机器来替代人力劳动。一部分工人就会因而失业，竞争就会很快
将工资降低到以前的水平。
对某项特定商品征税为什么总是会起到降低该项商品消费的作用？的
确，甚至根据斯密博士自己的原理，也不是很令人了然的事。例如，如果对
烟草往税迫使劳动者少消费烟草，则对面包征税是不是也会使他少消费烟草
或其它奢侈品呢？
劳动的价格和所有其它东西的价格一样，受到供给和需求的支配。生活
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就是通过工人供给的减少——或者是增加死亡率，或者是
阻止结婚——而对工资率产生作用，别无它途。
我前面曾经努力表明生活必需品费用的逐渐上升通常不会引起人口的减
少，因为这一过程非常缓慢，在这期间，劳动阶级会养成斩的生活习惯，对
差一点的生活方式也会随遇而安。因此，我得出结论，对消费商品征收的锐

                                                
③ 《国富论》，第 3卷，第 323，324页。
① 《国富论》，第 3卷，第 293页。



如关税和货物税，都是直接地和最终地落在消费者身上。
我曾经想说明一下一个农业劳动者每年要花多少钱支付这些税，但是还
未能使自己感到满意地去做好这件事。但我在此附加一表，说明在英国的不
同地方的 66 户家庭的平均费用，这一数字是 F.伊登爵士在 1796 年收集的，
——这些数字表明农民的收入中有多大的比例是用来购买在税商品的。①为便
于比较，我加上了关于劳动者支出项目的说明以及有关项目在 1762 年须交付
的税额，这些数字是我从刊载于同年的《伦敦杂志》由威廉·坦普尔签名的
一封信中摘录的。②

一位农业劳动音的家庭开支

（包含 5 4/5人）

1762 年一位农业劳动者的家庭开支

每  周 每  年
先令 便士 英镑 先令 便士

1.面包,面粉,燕麦片 2 6 6 10 0

2.块根植物,蔬菜,蚕豆,蜿豆,水果 0 5 1 3 10

3.燃料 6便士,蜡烛 3便士,肥皂 2  1/2便士 0 111
2 2 9 10

4.牛奶 1  3/4便士,牛油1  1/4便士,奶酪 5便士 0 81
4 2 0 1

5.肉 6便士,租金 6便士,针,毛线,线等 1便士 1 1 2 16 4

6.衣服,修理,床上用品,鞋 1 0 2 12 0

7.盐,啤酒,舶来品,醋,香料 0 81
2 1 11 5

8.接生,教堂,产期 0 12 6

20 0 0
①

以上消费品的税：——啤酒，1先令 2便士；盐，1先令 8便士；肥皂及蜡烛，
3先令；皮革，2先令；杂物，2便士——共计 11 先令。
注意：税约为 1/36。
由于有的人认为目前对劳动需求的缺乏是起因于赋税的压力，又有人认
为战时政府增加支出给人口带来特大的刺激，其后的灾难乃因停止这种支出
而引起。——如果对流通中介的变化不予考虑，则这两种看法在我看来同样
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探究一笔既定数目的钱在分别用于维持非生产性与生产性的劳
动时怎样对劳动的需求起作用，我们首先就会发现，它总是使同样的人数获

                                                
① 《论穷人的处境》，附录 12。
② 第 717页。



得就业。流动资本的全部每年都用来为社会的劳动阶级提供维持生活所需：
——如果把它转变为收入，它继续完成同样的功能，唯一的区别是，它现在
维持非生产的而不是生产的劳动者。因此，马尔萨斯先生作出以下假定是错
误的：“将资本转化为收入——这是贷款的结果，必然会增加需求对供给的
比例”。②

即使贷款完全从本来用以扩大固定资本的社会储蓄中取出来，因而流动
资本的数量不致减少，它也不会创造出对劳动的任何新的需求。的确，固定
资本一旦形成之后，就不再影响劳动的需求，但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它象同
样数量的流动资本或同样数量的收入一样，会使同样多的人得到就业机会。

                                                
② 《人口论补篇》，第 67页。



第四部分  济贫法的真正效应

在我们企图纠正一项弊病之前，首先要对它的性质和范围有一个正确的
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在我们对济贫法的趋势和作用作进一步的研
究之前，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自从 1776 年有关地方税数字的可靠报告公布以
来，贫民增加了多少。这一年以及 1785 年的报告表没有提到救济贫民的数
字，这一数字本可以提供最准确的比较手段，它仅仅提供了用于救济贫民的
经费数额。由于贵重金属价值的逐步下跌，这个数字未能表明有关这一主题
的准确情况。自 1776 年以后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一倍，可以推想，同样
一笔钱现在救济的人数不会超过四十年前救济人数的一半。把谷物的价格作
为生活费用的一个合理标准，并将贫民的增加率与人口的增加字作一比较，
得到如下的数字：
每 8蒲式耳小麦 用于贫民的 人口① 按小麦（品脱数）计算对

人口中每人的支出数

的平均价格 金额

       先令 便士

1772 — 50 8

   3 — 51 0 先令 便士 1776 年

   4 — 52 8 48 2 1,556,80 镑 7,500,000 44

   5 — 48 4

   6 — 38 2



每 8蒲式耳小麦 用于贫民的 人口 按小麦（品脱数）计算

对人口中每人的支出

数

的平均价格 金额

      先令 便士

1781 — 44 8 1783 — 85 年平

均

   2 — 47 10

   3 — 52 8 49 2 2,004238 镑 7,876,000 53

   4 — 48 10

   5 — 51 10

1799 — 67 6 1803 年

1800 — 113 7

   1 — 118 3 84 8 4,267,965 镑 9,438,000
54

1

2

   2 — 67 5

   3 — 56 6

1811 — 94 6 1813 年

  2 — 124 8

  3 — 107 10 93 2 5,072,028 镑 11,139,000 50

  4 — 74 7

  5 — 64 3

从这里的数字来观察问题，贫民的增加似乎并不象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可
怕。我们似乎并没有比以前担负比例大得多的贫民，从 1803 年至 1815 年这
一负担甚至显得减少了。
在上述期间贫民的境况是好转还是恶化，通过比较不同时期人口数字与
年死亡率，可以以最令人满意的和明确的态度作出答复：死亡率的增加总是
表示不幸的增加，而死亡率的减少则必定证明下层人民的境况有所改善。—
—为证明这点我可以查阅《人口论》的几乎每一页。
下表说明从 1780 年以来死亡率有很大的降低。
时期 平均人口 平均死亡数 比例

1780— 1781  7， 824， 000 192， 813  1： 40.6

1785— 1789 8， 157， 000  187， 029 1： 43.6

1790— 1794 8， 597， 000 192， 373 1： 44.7

1795— 1799 9， 022， 000 193， 932 1： 46· 5

1800— 1804  9， 163.000  199， 458 1： 47.4

1805— 1809 10， 105， 000 190， 555 1： 53.3

尽管有时有人说，穷人日益不幸和堕落，但我想，这张表以绝对的证据
证明罪恶或不幸，或者二者，在过去 40 年中都已减少了四分之一。
我不是说这些事实证明济贫法不具有使劳动阶级处境恶化的趋势，我的



意思仅仅是想说，对导致这样一种结论的一般推理必项严格地考查一下。很
有可能，如果不制订这些法令，贫民的境况会改善得更快一些。
济贫法产生了不少伴随而来的坏影响，对此我完全愿意承认，除此而外，
可以认为济贫法对结婚提供了不自然的刺激，从而造成过多的人口，而这又
压缩了劳动工资。可以设想，如果为家庭寻求生计没有把握的话，年青人对
冒险结婚一事就要更为小心谨慎。但是，出现偶然弊害的遥远前景会对人类
的行动在事实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吗？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遥远的危险本身有时
会传送一种它可能不会出现的模糊观念。而当虽有使人恐惧的危险，但并没
有出现实际的例子足以影响人们理智时，不更是这种情况吗？除非到那时每
年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忍饥挨饿，而又无人过问，有人会以此为鉴，否则，对
出现这种情况的恐惧心理恐怕不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对结婚起抑制作用。如果
有私人慈善家出面防止这样一种可怕的灾难发生，不是有理由相信，那些年
青而乐观的人们在强烈感情冲动之下，会本能地认为，即使没有法定的或某
种现存的条款为他们提供救济，在他们遇到实际匠乏之时，不是也会有人伸
出救援之手吗？有人认为，一律采用轻微的惩罚办法比之更为严厉的法令能
更有效地阻止不正当的行为，因为法令如过于严厉，往往难以执行。我想，
这些人应当同意我的意见，如果工人为疾病或不幸所缠而要忍受济贫院的悲
惨生活，人们皆知这种前景深为穷人所痛恶，这种前景比之因匮乏而死亡的
可能性更可能阻止青年人鲁莽结婚。
我觉得政治经济学家们由于观察到近年以来人口事实上有很大增加，而
劳动报酬则随之下降，因而主要地把鼓励结婚这一后果归之于济贫法。但是，
如果人们认为货币价值的变化充分地说明了这些情况发生的原因，则采用另
外方式来解释的必要就不存在了。的确，我们在调查后可以看到，人口增加
以后并没有随之发生结婚比例增加的情况，见下表：
时期 平均人口 平均结婚数 比例

1780— 1784 7， 824， 000 65， 274 1： 120

1785— 1789 8， 157， 000 71， 543 1： 114
1： 117

1790— 1794 8， 597， 000 72， 567
1：118

1

2

1795— 1799 9， 022， 000 74， 795
1：120

1

2

1：119
1

2

1800— 1804 9， 463， 000 81， 518 1： 116

1805— 1809 10， 105， 000 81， 976 1： 123 1：119
1

2

我觉得前面曾提及的《爱丁堡评论》中一篇有趣文章的作者有一个很大的误
解。他在努力表明货币价值的下降总是伴随着实际劳动工资的下跌之后，忽
然改变论点，在下面这段雄辩而又怒气冲冲的笔调中，他把全部罪责都归之
于济贫法：
“在 16 世纪出现过的那种货币价值的变化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出现了。由
于在过去 40 年中美国采矿生产力的提高，在整个欧洲贵重金属都已贬值；在
我们自己国家，由于必然产生的价格的上升因我们货币的贬值而更形恶化，
这种贬值是由过量发行不能兑换为金属的纸币而引起的。——后果是什么



呢？劳动的价格没有按商品的价格比例上升，但是劳动者从贫民救济税中得
到补贴得以弥补这一差额。未婚的男子仍可用他的名义工资来养活自己。但
一个有两个孩子要养活的男子就当然接受教区对他的补助。他的工资和面包
的价格都得计算一下。根据他的家庭人数，要得到多少面包。他的工资如果
不足以购买就由教区提供。这一被称之为慈善的制度到了雇主手中便变成一
种手段，用以将工资压低到只够维持劳动者及他妻子的生活而通过慈善的形
式提供食物以养活他的孩子。——无庸怀疑，如果没有这样的食物供应，劳
动者的工资本会更高一些；那些他现在拿到作为慈善救济的东西，他本会作
为他自己的东西去接受的；慈善救济的作用是增加宫人的收益，而从穷人手
中剥夺掉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大自然和他们本身的勤奋原本会把这些东西提
供给他们。依靠这种办法压低劳动工资，济贫法在慈善的假面具之下，完成
了企图给劳工施加痛苦和惩罚的旧的劳工法所未能做到的事情。累斯特郡的
农民消费了最小量的食物，却为屠宰场生产了最大量的牲畜食用肉和为他的
耕地提供了最大量的肥料，这是他们值得自豪的事。肉质粗糙，牲畜有病或
畸形，这对他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肉能在市场出售，他就做到了他所承担
要做的事。——所以济贫法的现代鼓吹者们可以吹嘘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一
种工具——必须承认，是一种灵验的工具，即以可能最小的费用来养活劳动
者，这些劳动者会干好社会上最艰苦的活，而极少有机会从他们出生的环境
冒出头来，对于自然的赐与，他们也不会享受比维持他们的生存和保持他们
的体力与能力为雇主卖力所需的更多一点的份额。——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而使得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被如此贬黜和压低？——眼前的所得是雇主的利
益；但这仅是暂时的利益，随之而来的是一联串的恶劣后果，使雇主和整个
社会都受其害。我们不想在目前深究这一主题。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现
实问题象这样重要；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祸害很大，但坦白地说，我们还不能
说它能够而且应当用什么方式得到纠正。”①

如果济贫法对工资率有任何影响的话，我想，那不是通过鼓励结婚，②

而是通过劳动的雇主在劳工居住的教区对劳工的服务有一种垄断权或至少是
先买权。——F.伊登提及一个这类情况，这是他在 1796 年亲自看到的。——
有一位工人，住在某一教区而在另一教区工作，向前一教区的掌管救济人员
申请每周补助若干，以使他的工资能补足到地方行政宫所规定的水准。这位
掌管救济人员本身是个农民，需要劳力，他拒绝发给补助，除非这位劳工帮
他工作并愿拿降低的工资率，他答应用教区的基金补足差额。③——这种做法
是否非常流行以致对劳动的价格产生了明显影响，只有对事实有比我所掌握
的更广泛的了解才能加以确定。
但是一旦承认济贫法并没有使得劳动价格降低，就肯定会得出结论，它
们以一种最重要的方式对贫民生活的安适作出了贡献。——一年 500 万镑，
无论是怎样处理不当，都不会了解除许多人的困苦，只要它是在每年分配给

                                                
①  第 43期——瓜里诺斯论济贫法，第 197，198页。
②  我们有马尔萨斯先生的权威来怀疑济贫法是否会有助于增加人口。“对于济贫法令，能够对它们说的最

有利的一句话是，在与它们有关的任何环境之中，它们都没有鼓励结婚：而无疑，《人口法》的报表可以

证实这一假定。”《人口论》，第 2卷，第 173页。——第 4版。 在我写好这条附注后，查阅第 5版，发

现作者对上面的说法加了限定词：“它们都没有很鼓励结婚”。——第 3卷，第 374页。
③ 《论穷人的处境》，第 1卷，第 583页。



社会上劳动阶级的金额之外构成一笔净增加数。
教区估税的收益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社会上最无价值之事，这或许也是事
实。当就业机会稀少时，那些最不稳定最不勤奋的劳工当然首先被解雇，首
先变成一种负担。同时，由于较为美好和高洁的感情都已消失，那种对乞求
救济的反感，依靠别人的担心也都不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
这种缺乏健全情感的情况都得归因于济贫法，也不能说废除这些法令就会创
造出一种“优美的道德气质”，①曾有人绝妙地说，在苏格兰，正是这种气质
成为贫民增长的直接障碍。在那里和在这里一样，法律已经规定有维持贫民
生计之义务；但是社会上高阶层与低阶层之间经常的相互帮助和密切的交
往，在牧师和教区居民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消息报导带有的优越语调以
及在王国的那一地区农民之间普遍存在的自尊感都已替代了执行法律的必要
性。近来，在许多教区，特别是在大城镇中，都采用了强制估税办法；同时
人们看到在这些教区，贫困现象比在别处更为普遍。但是，美好感情的丧失
是否先于这些估税而存在或者在事实上甚至导致了这些估税的必要性呢？
如果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在苏格兰某些地区在生活习惯较为简单的情况
下所通用的救济贫民的方式，我们也许会感到进退两难，我们要未让匮乏来
逐渐消灭贫民的懒散，浪费和邪恶的恶习，要末又回到强制的估税办法。如
果认为他们会由于担心眼前的匮乏而改造自己，在我看来是很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可能找出某种办法，既为贫民提供必需品，同时又可
以避免那种一方是吵吵嚷嚷，另一方是冷漠无情的对立，这种对立不幸地使
施与者与接受者都变成铁石心肠；如果可以让习惯于过体面整洁生活的年老
体弱者以及尚未受到恶习沾染的孤儿维持生活而不用把他们塞进毫无舒适可
言而又秽浊不堪的充满了各种邪恶的济贫院，那人们就肯定不会发出议论，
要把目前制度的弊病都保留下来，只因为这一制度总的来说还是做了好事。
在人们竭力要为教区的救济提供替代办法时，必须注意到发放救济的不
同环境。申请教区补助的人可以分为四类：——1.失业的人。——2.工资不
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劳动者。——3.由于疾病、意外或年老难以谋生的人。
——4.寡妇式孤儿。关于头两种补助，下议院委员会认为它们在改善贫民的
生计方面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教区这样支出的钱“如果留给原主分配，本来
会用于其它某些目标；不管是怎样运用，它必然会流入劳动阶级的手中，或
者是以工资形式，或者是以教区补贴形式。”但是如果所有用于构成固定资
本的钱都确实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则可以说委员会的论点是不恰当
的。——举例来说，付给商业推销员的工资如果用来多养一匹马，无疑会对
农民更为有利。——被委员会查询过的一位见证人说，付给这类劳动者的钱
被认为几乎完全是非生产的。①因此，农夫当然不会去供养这样的人，除非是
不得已。
因为对劳动的需求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减少，要不是济贫法在起作用，贫
民的痛苦的确会很大。我不禁想到在这件事情上教区制度的效果几乎是完美
无缺的。为减轻因目前工作的缺陷造成的压力所设想的最好的方法是提高认
捐数额，在修路或类似的不致影响现有职业的安排中用来雇用贫民。这正是
教区曾经大规模地做过的享。这种认捐的款项总数或许没有超过 10 万或 20

                                                
① 《爱丁堡评论》，第 55期，第 21页。
① 《约瑟夫·萨拜因先生》，第 106页。



万英镑。教区管救济的人员用同样方式开支的钱或许 5倍甚至 10 倍于此数。
关于根据家庭人数和面包价格计算的对第二个阶级的补助即对农业劳动
者的补助，从两位证人（约瑟夫·萨拜国先生和理查德·维维安牧师）的证
明中可以看到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似乎被废弃不用而没有产生明显的不幸。但
是看看英国某些区域农业工资竟是如此之低，令人难以置信劳动者单靠他的
工资能够维持他的妻子以及五六个孩子的生活。减少并最终废除这种补助的
最好办法或许是运用各种间接手段抑制由于货币价值降低而引起的对劳动的
过度需求。从这一观点看，修改由委员会建议但后来又否决的教区征收税款
的方式，即每一户主应根据他雇工的人数②而定等级，这样做是特别有益的。
有人建议修改定居法律，即一个人在居留五年以后可以成为教区居民，③在我
看来可能也是有益的，说它有益的理由也正是人们最严重反对它的一点，即
它会减少农舍的数字。聚居地的不足或许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容易和最少压力
的抑制人口过度增长的办法。根据这一理由，在某些地区的地方法条例中，
普遍采用从出租小块土地的地主而不向占用者征收贫民税的办法，会收到良
好效果。
提出这些规章的预期目的是纠正过度需求的不良后果，即当货币价值下
降时，会造成劳动的过度供给。但是如果发现目前需求的缺乏是由于永久性
的而不是暂时性的原因，也就是由于巴西金矿生产的下降①而不是仅由于我们
自己的货币恢复到它的自然状态，那就必须采取不同的一套措施。应当找出
某种能够排放多余人口的渠道，而不必采用通过实际匮乏来减少人口的残酷
途径。委员会提议要为愿意移居殖民地的劳动者提供一切便利，这一政策无
疑是一项明智而人道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殖民地的大部分开始种
植和移民之时，正是都铎王国货币价值迅速下跌之后又逐渐上升之际，当时
利润率开始下降，从而使劳动的供给超过需求。
但是，下述意见或许值得人们考虑一下，是否可将殖民地建立在国内的
荒废土地上，这样在防卫上既花费较少，而对国家力量的贡献又大于遥远的
领地。我相信，妨碍耕种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法律和习惯的性质，而不
是土地的相对贫瘠。如果小块荒地可以按照美国价格出售，即每英亩 5先令
至 10 先令，并在若干年内免交直接税，我一刻也不怀疑，拥有土地常会产生
的有力刺激会使人把这些土地种植得象花园一样。A.扬先生在法国观察到，
在一些小山的山坡上自然没有赋予土壤，但小业主的不知疲倦的辛勤使山坡
的小块土地生产出丰硕的作物，他们用篮子盛土带到这里，在山坡上每隔一
段地方筑墙加以巩固。我相信这里提出的这种安排会抑制而不是鼓励人口的
过度增长。从马尔萨斯先生叙述的事实来看，①似乎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法国，
自从将国有土地出售给农民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小块土地后，出生率
和结婚率都已大大下降了。

                                                
② 《约瑟夫·萨拜因先生》，第 13页。
③ 同上，第 46页。
① 《金块委员会报告》，附录 21。
① 《人口论补篇》，b.2，c.7。



第五部分  公谊会所起的作用

最后两种补助即对体弱年老者及寡妇孤儿的补助容许完全由公谊会接替
办理。这些令人钦佩的机构具有不同于储蓄银行具有的优点；因此，储蓄银
行的支持者往往不惜诋毁公谊会用以颂扬储蓄银行，实属令人遗憾。一个体
质不健康的人，或者不幸失去视力、中风或其它原因而永远不能自行谋生的
人，都特别地成为救济对象，完全不能分享储蓄银行的好处。
F.伊登爵士告诉我们，在 1797 年还没有一例表明，公谊会的某一成员成
为他的教区的负担；甚至在今天，从济贫法委员会所得的证据来看，这种例
子似乎也是很少的。比较一下每个郡贫民的人数和各公谊会的人数，就能明
显地证实这一点。——从大多数情况中可以发现，两个数字是成反比的。①

人们对公谊会提出两点反对理由：公谊会助长浪费，同时对捐助者没有
提供充分的安全。我想，第一点反对意见是可以有效地消除的。不错，公谊
会的集会通常在小酒店举行，常常导使会员漫无节制。但是，如在别处准备
一间房间，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会园不会在那里聚集，交付会费，商谈交易，
就象他们乐意地在储蓄银行储蓄存款一样。如果他们在一次集会中可以没有
啤酒而仍然心满意足，则在另一次集会中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必须记住，公
谊会之创立完全得归功于劳动阶级本身的谨慎和良好的理性，而小酒店的大
房间为全体会员在一处集会提供了最方便或许是唯一的场所。在这样的地方
聚会，这些缺少教养的人，平时娱乐有限，这时偶尔饮酒过量，是不足为奇，
而且也不是不可原谅的吧。无论如何，在我们没有为他们准备其它集会地点
之前我们不必严厉责备他们。
第二个反对意见无疑是个棘手的问题。弊病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公
谊会能维持 50 年以上的是不平常的事；如能维持 50 年而又不呈现衰微征兆
的则是非常不平常的了。我曾竭力想通过考察不同公谊会的账目去发现造成
这一衰败的不幸倾向的原因，我想说在大多数情况之下衰败是因原计划中的
缺点所引起，而不是由于管理不善或者欺诈。——附录中刊载了几个公谊会
的记录摘要，是从许多记录中挑选出来的，这是考虑到它们建立的时期和记
录的经常性，最适宜于作为计算的基础。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甚至普赖斯博士也没有正确估计到在这些公谊
会中病弱会员与健康会员之间的比例。他认为在入会年龄限制为 32 岁的公谊
会中，病弱会员的比例为全体会员的 48 分之一。①但是可以看到，这些公谊
会的第一个位于大城市的郊区，接受工资的会员比例是 1：31；其次的三个
位于外省的城镇，比例是 1：35；而最后一个，位于农村村庄，比例为1：40。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调查的结果被人认为——如摩根先生在济贫法委员会上
发言中所说，他的全部经验在他心中证实普赖斯博士表格的正确性。①——我
不能说出，甚至不能大致他说出，退休的会员即永远失去谋生能力的会员的
比例。各个公谊会的账目在这一方面令人难以置信地各不相同。我怀疑，在
许多情况下，这一类有权提出要求的人被他们的更为幸运的会员所恶意利
用，不让他们得到应得的救济。普赖斯博士曾给予达到某一年龄如 65—70

                                                
① 附录Ⅲ。
① 《论应归还的付款》，附录，表Ⅰ。
① 《报告》，第 203页。



岁的人以补贴，以替代对年老或体弱失去工作的会员的补贴。但这完全不能
满足贫民的需要和愿望。有的人在 25 岁就永远失去工作能力，而有的人到
75 岁还能维持自己。
普赖斯博士曾推测在生命的每一时期生病的机会与死亡的机会有着一定
的比例。表 9的目的就是要发现这一假设有多大的正确性，而结果表明，它
非常接近于这种假定的比例。②

在大多数公谊会里流行着一种不良的做法，即在某一会员死亡时，收集
额外的会费以便将规定的补助付给遗孀，而不是按原来规定每月收取固定会
费。其中考虑到会员死亡时付给的津贴在内。结果是，在最初会员能出得起
钱时，这种额外的会费很少；而以后，当会员衰老时，这种享又常常出现。
这对体弱的交款者常构成很大的困难，而通常随之而来的是基金的减少，使
年轻人不愿加入老的会社，从而加速了它们的瓦解。一个根据合理而正确的
原则建立的会社绝不会出现基金下降的事，同时它能保持它的会员人数。
即使所有年轻会员在任何时候退会，它所持有的股票以及由股票所生的
利息，都足以维持剩下的会员的余生，同时履行原来所有的规定。
公谊会对死亡的会员的遗孀和孤儿发给年金或在会员的妻子死亡时发给
补助应和会员本身生病或死亡发给的补助完全区分开来：否则，年轻未婚的
人将不愿入会。足以支付这两种补助的会费率比只支付最后一种补助的会费
率至少要高一倍；不能指望一个不会在近期内结婚的年轻人会愿意交纳这样
一种增加的会费。的确这也不是值得想望的事。我们不能置已婚者与未婚者
于同一水平，同样对待，同时要使谨慎和深谋远虑能得到合乎常情的报偿。
如果人们必须交纳额外的会费以抚养寡妇孤儿，对那种不顾将来而结婚的人
来说，这会起正当而有益的抑制作用。它向年轻人指明要具备什么能力他才
能适当地照自己的愿望行事，也就是说，只有在他的收入在支付必要的家庭
费用之外还能交纳这一会费时，才可考虑结婚。
下议院的委员会怀着非常仁慈的用心建议采取一项措施，但我相信，这
项措施将给公谊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为保证公谊会基金的安全计，
凡遇基金有缺损之时，均由教区从征收的悦款中补偿。公谊会的每个会员对
他所属的会社的持久性具有强烈的个人兴趣并由此希望及时察觉任何欺诈骗
财的企图，这是整个制度的基础和根本；因此，任何管理条例如有损于这一
原则所具有的充分力量，都会毁坏这些会社所能产生的良好效果。它们把补
助限制到比会员健康时通常能获得的工资低得多的比率，严格禁止在接受补
助时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作，对任何冒充疾病的会员在发现后立即开除出会
等。会员如对储备基全可能会用来弥补钱柜的亏缺怀有微小的恐惧都会使这
些有益和不可缺少的担心和预防流于消失，而补助也就会变质成为用另外名
义发放的教区救济。
在我看来公谊会只有靠私人出于善意而作出努力和推荐才能有利地扩
展；如果采取措施收集许多老的会社的记录，从中可以准确计算给定数额的

                                                
② 在多长的时间里对公谊会的年需求会达到最高额是个有趣的问题。假定它 从一开始会员人数就固定为 60

人，在人会时每人的年龄都是 26岁，第一年死亡的机 会（根据迪·莫伊弗的假定）等于 1；第 60年等于

2.65，这是个最高额，因为到第 61年 为 1.69。到第 104年为 2.01696，这是又一个最高额。因此这种机会

会继续摆动，逐 渐接近于 2，这是 60名 26岁及 26岁以上的人的真实的死亡或然率，但绝不是准确地 固

定在这一数字上。



会费所能负担的对有疾病和体弱的人的补助率，从而使基金的运用有一个安
全的基础。如果人们都相信这些会社能够给予贫民以非常宝贵的利益，便能
吸引王国各地关心自身福利的人们来参加这些组织。人们还希望，那些仁慈
的个人心里会记住常常被现代的慈善家所忘怀的一句格言：“不要管得太
多”，谨慎地模仿雅典的法律制定者的所作所为，他在颁布了他认为最适合
于他的国人精神的法典之后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以免他已经做的事情由于他
的在场而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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